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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远程办公的背景下，已有研究重点探讨了员工在非工

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影响效应，而没有区分该连通行为自愿与否。实际上，员工在非工作时

间参与工作相关任务的主观意愿尤为重要，但现有研究对员工主动发起的连通行为及其影响

效应的关注十分有限。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  − 资源模型和溢出效应，探讨员工 ICT 自愿使用对工作  − 家庭平衡的

双刃剑影响机制，同时检验角色超载 /职场友谊和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的

链式中介作用，以及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通过三个时间点收集

到 399 份有效样本，使用 Spss 23.0 和 Mplus 8.0 进行假设检验。

　　结果表明， ICT 自愿使用显著正向影响角色超载；角色超载显著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消极

溢出；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显著负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角色超载和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在

ICT 自愿使用与工作  − 家庭平衡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ICT 自愿使用显著正向影响职场友谊；

职场友谊显著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显著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

平衡；职场友谊和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在 ICT 自愿使用与工作  − 家庭平衡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调节了 ICT 自愿使用与职场友谊的关系，即特质自我控制强化了 ICT 自愿使

用与职场友谊的正向关系。另外，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还调节了职场友谊和工作  − 家庭积极溢

出在 ICT 自愿使用与工作  − 家庭平衡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员工的 ICT 自愿使用对工作  − 家庭平衡影响存在消耗和增益的双刃剑影响路

径，拓展了学术界对 ICT 使用的影响效应的理解，丰富了主动性连通行为效应机理的理论探讨。

同时，本研究引入并验证了个体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在增益路径的调节作用，拓展了 ICT 自愿

使用影响效应边界条件的理论认识，进一步丰富了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研究。同时，

本研究发现也为企业管理者在移动互联网普遍使用的背景下解决员工工作  − 家庭平衡问题提

供了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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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后疫情时代，不少企业借助方兴未艾的移动互联

网设备和远程办公软件改变传统办公方式，远程办

公和居家办公成为企业工作交流的新常态 [1]，与之相

随的是工作和非工作的界限愈发模糊。员工在非工

作时间除了被动接受来自领导或同事的工作相关电

子通讯要求之外，也可能在非工作时间主动地检查

自己是否收到工作消息或主动使用移动网络与设备

进行工作 [2]，SCHLACHTER et al.[3] 将后者称为非工作

时间工作相关通信工具的自愿使用 (以下简称 ICT 自

愿使用 )，即在非工作时间，员工充分发挥自主性，自

愿使用 ICT 执行与工作相关的任务和沟通。如与家

人吃饭时，自觉使用智能手机查看和回复新的工作

电子邮件。

已有研究重在探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

影响效应，忽略了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参与工作相关

任务的主观意愿 [4]，模糊了非工作时间自愿发起连通

行为与被他人发起连通行为之间的差别，对员工自

愿发起连通行为及其影响效应的关注较少。且少数

相关研究也仅将 ICT 自愿使用作为工作连通行为的

积极面进行探讨 [5]。实际上， ICT 自愿使用也模糊了

工作与非工作的边界 [6]，其对家庭领域是否产生负面

影响还未可知。工作和家庭的关系一直是组织研究

者关注的重点，而边界模糊情境下工作− 家庭的平衡

也成为个人和组织的一个巨大挑战。综上，本研究

基于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多重

链式中介模型，探讨 ICT 自愿使用对工作  − 家庭平衡

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同时检验处于并存状态的

消耗路径和增益路径。 

1  相关研究评述

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移动设备、移动办公软

件等工具使用的便捷化，都使现代职场人对远程办

公的包容度变得越来越高 [1]，促使员工非工作时间积

极保持移动互联网设备的连通成为可能，因此， ICT
自愿使用的研究变得愈发重要。已有研究主要聚焦

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并对其影响效应进行

了较为丰富的探索。研究表明，非工作时间工作连

通行为会产生消极影响，如其作为一种心理的压力

源会对员工的健康和关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7]。

同时，少量研究开始关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

存在的积极影响，例如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能

促进员工更有效地完成工作，这会让他们感知到未

来有更多的机会 [8]。由此，有学者提出非工作时间工

作连通行为对工作繁荣 [9] 和创造力 [10] 具有双刃剑影

响效应 ，或存在倒 U 形关系 [11]。非工作时间工作连

通行为存在由组织强制要求进行连通行为的问题 ，

而 ICT 自愿使用则关注员工的自主性，即在非工作时

间，员工可以自主决定何时何地以及与何人工作，从

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12]，这使得员工在访问组

织信息和与谁沟通方面更具有自由性和自主性。实

际上 ，马丽等 [5] 认为主动的连通行为可能会在工作

领域带来积极影响，自愿发起的连通行为能让员工

拥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并感知到工作控制权。但仅

从自愿发起的连通行为的积极面研究其影响效应显

然是不够的， ICT 自愿使用是否与 ICT 被动使用的影

响效应相似，即存在消极影响还未知 [13]。 ICT 自愿使

用强调个体自我意愿会主动加速工作向家庭渗透的

速度，由此可见， ICT 自愿使用对工作家庭界面的研

究尤为重要 [14]。

ICT 自愿使用要求员工面对新的需求和责任，越

来越多的组织在追求如何帮助员工协调和平衡工作

和生活的双重角色。工作  − 家庭平衡是指个人与角

色相关的合作伙伴协商和分享与工作和家庭领域相

关的角色期望 [15]。当家庭和工作的角色被和谐安排，

并实现两个角色的有效性和满意度时，才能实现平

衡 [16]。而当人们能够有效地跨领域分配资源，并将

这些资源与要求进行匹配时，工作  − 家庭平衡才会

出现。可见，资源和要求在工作  − 家庭平衡中起关

键作用。

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为整合 ICT 自愿使用对工

作  − 家庭平衡可能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供了一个有

力的解释框架。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存在一个重要

的双路径模型假设 [17]，即需要付出努力并消耗精力

资源的工作要求和满足基本心理需求的工作资源 ，

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过程发挥作用。同时，某一具

体工作特征是工作要求还是工作资源其实是模糊

的 [18]。因此，个体如何看待 ICT 自愿使用决定了 ICT
自愿使用是工作要求还是工作资源 [19]。一方面 ，尽

管员工自愿使用 ICT，但员工的时间和资源终究是有

限的 [20]，承担过多的任务和责任容易造成角色超载。

另一方面，当员工主动发起工作相关的任务沟通时，

会增加员工对沟通的控制感和自主权，这会使连接

行为成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 [12]，使员工有更多资

源为其他同事提供更多支持，这将有利于沟通双方

职场友谊的建立。

此外 ，GREENHAUS et al.[16] 认为 ，个体的工作要

求和工作资源并不会直接作用于工作  − 家庭平衡 ，

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需要跨越工作界面转移到家庭

界面对工作  − 家庭平衡产生影响。溢出效应认为 ，

个体能够完整地转移在两个领域中获得的经验 [21]，

因此，角色超载和职场友谊可能不是直接发挥中介

作用，还需借助溢出效应的跨界面转移机制解释工

作领域获得的资源是如何跨界面溢出到家庭领域并

产生影响。基于溢出效应，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是

指工作要求和工作角色侵入家庭领域 [22]；工作  − 家
庭积极溢出是指工作资源和个人资源从工作领域转

移到家庭领域 [23]。因此，本研究将工作  − 家庭消极

溢出和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作为 ICT 自愿使用对工

作  − 家庭平衡双路径的第二段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角色超载等可能存在的工作

负荷时，为何有些员工仍旧选择在非工作时间与工

作相关的人和事主动建立联系，还表现得游刃有余，

而有些员工却力不从心。这可能是因为个体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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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思想和情绪的能力上存在差异 [24]，而员工的特

质自我控制能力很可能在影响工作相关过程中作为

重要的个人资源发挥作用。特质自我控制能力是指

一个人可用于调节行为的典型资源水平 [25]。BOER et
al.[26] 认为，基于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特质自我控制

可以减少工作要求带来的有害影响。相较于特质自

我控制能力低的个体，特质自我控制能力高的个体

能够更好地保持注意力、转换行为 [27]，并对各种资源

进行合理部署 [28]，因此能够更好地处理角色超载并

与同事建立职场友谊。

总结已有研究发现，学者们对非工作时间工作连

通行为进行了探索，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已有

研究较多关注非工作时间员工整体的连通行为或者

被迫性质的连通行为 [4]，而较少关注员工在这个过程

中的自愿行为。尽管已有研究也关注到了员工主动

使用 ICT 这一视角 [5]，但一方面仅从自愿发起的连通

行为的积极影响进行研究，忽略了员工 ICT 自愿使用

产生消极影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关注工作领域产

生的影响显然是不够的，非工作时间 ICT 使用对家庭

领域的影响不容小觑。基于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 ，

本研究引入角色超载的消耗路径和职场友谊的增益

路径解释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并通过

溢出效应转移到家庭领域，丰富了主动性连通行为

效应机理的理论探讨。②从 ICT 自愿使用影响结果

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从员工、领导、配偶以及组织这

几个视角探讨可能的影响效应，缺乏对同事视角，即

职场中的互动关系视角的关注。 ICT 自愿使用能够

主动响应各种来自工作的消息，这一行为对双方互

动关系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基于工作要求  − 资源

理论，职场友谊作为一种工作资源 [29]，能渗透到家庭

领域并带来增益。本研究从职场友谊出发探索 ICT
自愿使用的中介机制，丰富了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

行为的研究视角。③已有研究对 ICT 自愿使用的边

界条件的探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从资源视

角探索其中存在的个体差异。从资源视角来说，特

质自我控制能力不同的个体所具备的控制资源的能

力存在差异。本研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主动

模糊工作  − 家庭边界情况下，个体如何通过特质自

我控制能力对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资源进行合理配

置，以减少角色超载带来的资源损耗和促进职场友

谊带来的资源增益。本研究关注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有助于了解员工 ICT 自愿使用双刃剑机制的适用条

件，从而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现有非工作时间工作连

通行为的研究。综上，基于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与

溢出效应，本研究探讨员工 ICT 自愿使用对工作  − 家
庭平衡的双路径影响机制，同时检验角色超载 /职场

友谊和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的

链式中介作用，以及特质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研

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员工 ICT 自愿使用对工作  − 家庭

平衡影响的路径和作用条件提供了新的理论见解 ，

同时也为企业解决员工工作  − 家庭平衡问题提供新

启示。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消耗路径： ICT自愿使用、角色超载、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与工作  − 家庭平衡 

2.1.1  ICT 自愿使用与角色超载

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认为，工作要求会消耗员工

的心理和生理资源 [17]，且与某些精神和身体的成本

有关，这会导致身心健康方面受损，因而引发资源消

耗路径 [30]。 ICT 自愿使用强调了员工的自主性 [3]，在

非工作时间，员工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选择工作方

式和工作对象，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非工作时间进

行自主选择。在不知不觉中员工可能投入更多的时

间与精力于工作之中，最终可能导致有限的资源水

平被耗竭。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认为，当个人本身

的资源水平较低时，工作要求对资源耗竭的影响会

更强 [18]。 ICT 自愿使用可能造成员工原本的非工作

领域的各种资源被占用。在非工作时间的 ICT 使用

自主性可能会使员工利用原本属于家庭领域的时间

和资源投入到工作任务中，从而影响员工对个体时

间和资源拥有的感知。当时间紧迫和资源缺乏的情

况下，员工承担过多的工作任务和责任会产生角色

超载。角色超载的研究存在定性和定量两种视角 [20]。

角色超载的定量视角是指员工的工作任务负担过重，

有研究发现，笔记本电脑、电子邮件、智能手机等新

的通信技术的使用提升了员工全天候工作而产生角

色超载的可能性 [31]。员工的时间、能力以及各种资

源有限，与工作进行主动连通，意味着员工在非工作

时间需要额外完成工作任务，从而加重了工作任务

负担。同时，员工会产生自我怀疑，是否是自己缺乏

处理需求和实现目标的能力。从角色超载的定性视

角来说，这意味着员工在完成工作时会受到较大阻

力，即任务难度大。员工在非工作时间还需要承担

家庭角色，而主动保持工作相关的连接，使其在处理

工作任务时可能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 [32]。在这种

情况下，员工如果继续与工作建立联系，甚至是完成

部分工作任务，其持续的体力和脑力将没有办法满

足各种家庭领域需求 [33]，进而引发更为严重的时间

和各种资源的过度消耗 [34]。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认

为，工作要求过高会导致有限的个人精力资源的损

耗 ，这会使员工面应对其他要求的资源储备减少。

同时， ICT 自愿使用会使个体将时间、空间和心理等

资源持续投入到工作中，不利于员工在非工作时间

的心理资源的恢复 ，造成心理资源的大量损耗 [35]。

这些都会超出员工所承担的角色，加大工作任务完

成的难度。可见，非工作时间主动的 ICT 使用引发了

过多的时间和资源被消耗，从而导致角色超载感知

更高。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ICT 自愿使用正向影响角色超载。 

2.1.2  角色超载与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当个人的时间和资源被逐渐消耗时，个体会产生

心理和生理的负面反应 [36] 并产生角色超载。在这种

情况下，个人会感受到工作任务负担过重，角色超载

成为一种压力源，产生负面情绪和认知 [37]。这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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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产生的角色超载又可能体现在家庭领域 ，

由此建立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的联系。溢出效

应认为，情绪、压力或行为会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

个领域，当工作的一般要求、投入的时间和工作压力

使员工履行家庭责任变得困难时，工作  − 家庭消极

溢出就会产生 [38]。

如前所述，当员工在非工作时间进行 ICT 自愿使

用时，由于个体资源和时间有限，额外的工作任务和

必须的家庭责任将使完成工作任务变得愈发困难 [39]。

依据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 ICT 自愿使用会增加个人

资源的消耗，从而产生角色压力。工作  − 家庭消极

溢出不仅表示压力完整地从工作领域转移到家庭领

域，重要的是家庭领域由此受到了工作领域的影响，

妨碍了家庭角色对生理和心理资源要求的满足 [38]。

ICT 自愿使用涉及工作任务对家庭领域产生的影响，

造成角色超载。具体来说，角色超载会产生负面认

知 [33]、消极情绪和身体疲惫，这意味着 ICT 自愿使用

造成的资源损耗超过了员工所能承载的范围，这会

导致员工缺少足够的时间、空间和心理等资源来应

对来自家庭领域的各种要求。基于工作要求  − 资源

理论，角色超载是一种阻碍性工作要求 [19]，即随着时

间的推移会产生更多的工作要求。因此，员工会采

取被动的方式应对家庭领域的各种需求，减少非工

作时间在家庭领域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一方面，这

会导致员工将过多的压力和消极情绪转移到家庭领

域，另一方面，员工缺乏各种资源将难以满足家庭的

各种要求，这会引发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

H2 角色超载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2.1.3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与工作  − 家庭平衡

本研究从整体性的视角看待工作  − 家庭平衡这

一概念 [40]，认为工作  − 家庭平衡是工作与家庭之间

的相互关系。RAZA et al.[41] 认为，溢出效应是一种促

进其他变量对工作  − 家庭平衡产生影响的机制，工

作  − 家庭消极溢出通过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相关指标。已有研究认为，工作  − 家庭消

极溢出往往带来负面效应，如出现心情抑郁 [42] 导致

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43] 等。工作  − 家庭消极

溢出涉及消极的情感、技能、行为和价值观从工作

领域转移到家庭领域的过程，致使工作和家庭领域

难以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尤其使家庭领域受到破

坏。首先，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可能影响员工履行

家庭责任，阻碍家庭任务的完成，从而使他们难以建

立和维持积极的家庭自我形象 [43]，进而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的建立。其次，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会消

耗个人资源，员工难以将有限的个人资源再次投入

到家庭领域，没有办法满足家庭中的各种需求，从而

导致家庭分歧 [44] 和伴侣生活满意度的降低 [45]。这进

一步使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相互融入困难，难以形

成工作  − 家庭平衡。另外，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使

员工自身产生精神上的疲劳和压力 [46]，减少与家庭

领域产生的良性互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负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

衡。 

2.2  增益路径： ICT自愿使用、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与工作  − 家庭平衡 

2.2.1  ICT 自愿使用与职场友谊

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认为，当个体自愿采取行动

来实现目标时，会激发工作动机，从而可能对相关结

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19]。员工自愿使用 ICT 能够弥补

工作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消耗，帮助员工达成工

作目标，促进员工的成长和发展，这有利于包括社会

支持、物质支持、自主性等工作资源的增益 [17]。职场

友谊是指员工感知到的职场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

从组织角度看，职场友谊可作为一种工作资源，为员

工提供社会和情感上的各种支持 [47]。

首先，相较于被迫回应有关工作的消息，员工在

非工作时间主动响应同事发送的工作消息，更有利

于彼此建立信任并最终建立友谊 [48]。对于发送消息

的同事而言，收到出于个人身份的快速响应，能够使

其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友好和信任，从而愿意提供积

极的反馈 ，这有利于双方的友好互动 [49]。其次 ， ICT
自愿使用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员工能够更加自由

地决定连通的时间、空间和对象，以及首先应该处理

的待办事项，这能够更加充分发挥员工的自主性 [12]，

使员工更有选择性地选择想要沟通的对象或如何访

问组织信息 [50]，增加员工对于沟通的控制 [51]。如果连

接性通过增加自主权帮助员工，那么连接性可能作

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来帮助员工。当非工作时间的连

通行为可以通过增加自主权的方式帮助员工时，基

于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这种连接行为将成为一种

重要的资源补充。充足的资源能够激发员工的动机，

员工将产生更多的其他资源为其他同事提供情感和

工作上的支持，例如表达更多的积极情绪、提供工作

中无法分享的敏感信息 [52] 等，这都将有利于沟通双

方职场友谊的建立。再次， ICT 自愿使用增加了互动

双方之间深入了解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员工会主动

向自己的同事进行自我表露，包括增加对生活事件

和工作问题的自我表露，例如更加私人的生活问题

等，这会促进员工之间感知相似性。当同事们持续

表露信息，并发展持久的相互感和信任感时，这种关

系通常会发展成亲密或最好的友谊 [48]。因此，通过

移动互联网设备进行交流能促进员工对友谊潜力的

感知 [48]，如感知相似性 [53]，有利于建立双方职场友谊。

最后，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认为工作自主性能使资

源得到增益 [19]。 ICT 自愿使用使员工在非工作时间

体验到更高的自主性和控制感，这容易使员工形成

积极的心理状态，增加核心的情感资源 [54]，对于职场

友谊的建立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 ICT 自愿使用正向影响职场友谊。 

2.2.2  职场友谊与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是指情感、技能、行为、价

值观等个人特征从工作领域转移到家庭领域，即成

功完成工作任务有助于更有效地完成家庭任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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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  − 家庭增益理论，当工作经历提高了家庭

生活质量时，工作  − 家庭的增益就发生了 [55]。工作  −
家庭增益有两条路径，即工具性路径和情感性路径，

职场友谊可以通过这两条路径影响工作  − 家庭积极

溢出。具体来说，①职场友谊通过工具性路径影响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ICT 自愿使用时，员工之间能

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员工利用 ICT 自愿使

用获取职场中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更高效地处理家庭

问题。王伟等 [56] 认为同事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有利

于知识共享，当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职场友谊时，员

工之间乐意分享更多有益的知识和信息。当员工在

与同事的沟通交流中获得额外知识时，他们会潜移

默化地将学习到的知识转移到家庭领域，丰富家庭

资源。②职场友谊还会通过情感性路径影响工作  −
家庭的积极溢出。员工可以通过同事之间的社会支

持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引发工作上的满足感和幸福

感 [57]，给员工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在工作上

获得的这种积极情绪能够溢出到家庭领域，满足家

庭领域的各种需求，给家庭成员带来更多的心理资

源。由此推断，职场友谊对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构

成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 职场友谊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2.2.3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与工作家庭平衡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可以通过间接和直接的方

式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相关指标。已有研究表明 ，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会带来诸多积极效应，例如更

高的生活质量 [58]、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更低的离职

意愿 [45]，从而促进积极情感、价值观、行为和技能在

角色之间传递 [38]。溢出效应认为，工作  − 家庭积极

溢出能促进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健康互动。首先，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使从工作领域产生的积极情绪

转移到家庭领域。积极情绪的渗透能够增加家庭角

色的自我效能和人际互动，带动家庭成员积极情绪

的产生。不仅丰富了家庭领域各个成员的心理资源，

还使员工在家庭领域表现地更好，能够有更充足的

心理资源应对家庭事务，有利于工作  − 家庭的平衡。

其次，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即工作中获得的价值观

溢出到家庭领域，能够帮助员工成为更好的家庭成

员 [23]，还能够有效帮助他们更出色地完成家庭任务，

展现了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的积极融合，有效促进

了工作  − 家庭平衡。再次，通过工作获得的任务处

理技能、在工作中培养的自主性等能力转移到家庭

领域，能够丰富员工在家庭领域处理事务的能力，改

变员工在家庭领域中的行为，有利于工作  − 家庭平

衡。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6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

衡。 

2.3  角色超载、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职场友谊、工

作家庭积极溢出的链式中介作用

结合上述假设，本研究认为基于工作要求  − 资源

理论和溢出效应， ICT 自愿使用会通过角色超载的消

耗路径和职场友谊的增益路径对工作  − 家庭平衡形

成差异性的影响。从工作要求视角出发 ，结合 H1、

H2 和 H3， ICT 自愿使用使员工主动在非工作时间内

同时承担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依据工作要求  − 资
源模型， ICT 自愿使用会增加个人资源的消耗，带来

角色超载。角色超载使员工产生消极的情绪和身体

的疲惫，根据溢出效应，这种状态会传递到家庭领域

中，从而引起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最后工作  − 家
庭消极溢出影响情感、技能、行为和价值观在两个

领域之间的转移 ，从而负向影响工作  − 家庭的平

衡。

从工作资源出发，结合 H4、H5 和 H6，依据工作要

求  − 资源模型， ICT 自愿使用增加了员工在非工作时

间与同事互动的机会，促进了职场友谊在这个过程

中的建立。根据溢出效应，高水平的职场友谊促使

他人提供更多的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帮助员

工将丰富的资源溢出到家庭领域，促进家庭领域的

增益，产生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健康的工作与家

庭的互动，有助于工作  − 家庭的平衡。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

H7a ICT 自愿使用通过角色超载、工作  − 家庭消

极溢出负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

H7b ICT 自愿使用通过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积

极溢出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 

2.4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调节作用

个体特质在判断工作特征是要求还是资源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 [18]。特质自我控制能力是一种重要的

个人资源。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认为，特质自我控

制能力强的个体拥有更多的自我调节资源并能够更

好地管理这些资源，还能够更长时间地忍受痛苦的

刺激 [28]。SCHLACHTER et al.[3] 也认为，员工的个人特

质对 ICT 自愿使用如何发挥作用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为此，本研究提出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可以弱化 ICT 自

愿使用对角色超载的消极作用也可以增强 ICT 自愿

使用对职场友谊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个体在非工作时间和领域进行 ICT 自愿

使用可能造成时间和个人资源的紧张，而当个体具

备高特质自我控制能力时，则可以利用自身更加充

沛的心理资源 [25]，规避资源匮乏和时间压力的问题，

从容不迫地安排各种任务并合理进行资源分配，使

ICT 自愿使用所带来的自我损耗降到最低，从而降低

角色超载。高水平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能够帮助个

体利用有限的资源合理安排当前的任务与其他任务

之间的关系，使个体对 ICT 自愿使用会感受到更多的

工作控制权和自由裁量权 [5]，使他们有更多自主的意

识来管理非工作时间，拥有更多的心理资源储备，从

而思考工作任务并将个体的资源安排到当前最重要

的任务上，减少工作任务负担和压力，更好地应对角

色超载。同时，高特质自我控制的个体更不容易受

到自我损耗的影响 ，更有精力去应对不同的任务。

高特质自我控制的员工在 ICT 自愿使用中更享受主

动处理工作任务的过程，并且身心不容易因为受到

工作的影响而被消耗，还能够精力充沛地履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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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相反，低特质自我控制水平的个体由于缺乏

足够的自我调节的资源，容易受到 ICT 自愿使用对时

间和资源感知的影响，导致资源的过度损耗，更容易

产生角色超载。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8a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负向调节 ICT 自愿使用与

角色超载之间的关系，即当个体拥有高特质自我控

制能力时， ICT 自愿使用与角色超载之间的正向影响

就越弱。

另一方面，高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拥有更加

充沛的心理资源 ，具备调节行为、思想和情绪的能

力 [28]，例如，控制自己不良情绪和带动自己的积极情

绪，能够向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的同事传递自己的积

极情绪，以充沛的积极情绪回应来自同事分享的工

作信息，这有助于带来更好的人际关系，更有利于职

场友谊的建立 [27]。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还与个体的提

前计划习惯有关 [59]。对于高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个

体而言，在非工作时间进行工作是基于提前的计划，

需要产生通信的同事也在计划之中。因此，高特质

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能够充分利用 ICT 自愿使用带

来的控制感和灵活性，更好地维持人际关系，促进和

谐的人际互动 ，这同样有利于职场友谊的建立 [60]。

而低特质自我控制的员工则缺乏自我控制和提前的

计划，自愿使用 ICT 会严重影响到处于被动连接状态

的同事，破坏同事间的融洽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8b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正向调节 ICT 自愿使用与

职场友谊之间的关系，即当个体拥有高特质自我控

制能力时， ICT 自愿使用与职场友谊之间的正向影响

就越强。 

2.5  有调节的多重链式中介作用

遵循 H7a 和 H8a 的逻辑，低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个

体，拥有的心理资源不足，在 ICT 自愿使用中要应对

时间和个人资源紧张的双重负担时，难以进行合理

安排，从而产生角色超载，导致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并负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同理根据 H7b 和 H8b，本

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有调节的多重链式中介作用。

高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

的情绪，并愉快地与同事相处，能够顺利地建立良好

的职场友谊，产生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工作角色能

较好地融入家庭角色 ，更好进行工作  − 家庭平衡。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9a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调节 ICT 自愿使用依次通

过角色超载、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负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的间接效应，即个体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越强，该间接效应越弱。

H9b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调节 ICT 自愿使用依次通

过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的间接效应，即个体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越强，该间接效应越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究 ICT 自愿使用对工作  − 家
庭平衡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模型

如图 1 所示。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搜集数据，样本主要来自浙

江、湖北、安徽和上海等省份和直辖市的企事业单

位，涉及教育业、医疗业、轻工业、服务业、 IT 业和

机关单位 ，调研时间为 2022 年 8 月初至 2022 年 9 月

底。首先，为了保证问卷填写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在

研究开始前向负责人和调查对象详细叙述本研究的

内容、目的和意义，强调问卷发放和填写的注意事项，

并告知研究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保证问卷调查结

果严格保密。此外，为了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本研究分 3 个时间点且每相邻 2 个时间点间隔 2 周

的方式发放问卷，严格要求被试在填写问卷前准确

填写自己的手机尾号后 4 位以实现不同时间点的问

卷匹配。在 2022 年 8 月初的 T1 时间点收集 ICT 自愿

使用、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和人口统计学变量，本阶段

共收回 509 份问卷；在 2022 年 8 月底至 2022 年 9 月初

的 T2 时间点 ，向第一轮答卷被试发放第二轮问卷 ，

测量内容角色超载、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消极溢

出、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共收集 463 份问卷 ；在

2022 年 9 月底的 T3 时间点，向参加第二轮答卷的被

试发放问卷，测量工作  − 家庭平衡，共收集 420 份问

卷。

将 T1、T2、T3 时间点填写问卷按照手机尾号后

4 位、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 IP 地址等数据进行匹配

处理，确保在不同的时间点收集到的问卷能够精准

匹配。同时，删除存在空白和规律作答的问卷。最

后，本研究共得到有效问卷 39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为 78.384%。 在 有 效 员 工 样 本 中 ， 男 性 204 人 ， 占

 

工作要求的消耗路径

工作资源的增益路径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角色超载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职场友谊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ICT自愿使用 工作 − 家庭平衡

 

图  1  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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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8%，女性 195 人 ，占 48.872%；在教育程度方面 ，

大学本科 230 人 ，占 57.644%，大专 99 人 ，占 24.812%，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61 人，占 15.288%；在婚姻状况方

面 ，已婚 162 人 ，占 40.602%，未婚 234 人 ，占 58.396%，

离 异 4 人 ， 占 1.003%； 在 年 龄 方 面 ， 25 岁 ～ 35 岁

161 人 ， 占 40.351%， 24 岁 及 以 下 125 人 ， 占 31.328%；

在职位级别方面：普通员工 308 人，占 77.193%，基层

管理者 52 人 ， 13.033%，中高层管理者 39 人 ， 9.774%；

有无小孩方面，无 18 岁以下孩子 267 人，占 66.917%；

有 1 个 18 岁以下小孩 88 人，占 22.055%；有 2 个 18 岁

以下小孩 44 人，占 11.028%。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量表均采用国内外成熟的量表，这些量

表在中英文的情境下都表现出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其中，对英文版量表严格采用翻译  − 回译的方式获

得中文版测量量表。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法，1 为非常不同意，5 为非常同意。

(1)ICT 自愿使用。改编 RICHARDSON et al.[61] 开

发的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量表的持续时间量表

的处理，评价“午休时”“下班后”“节假日”，这 3 个

非工作时间段的持续连通行为的程度，并在题项中

增加“自愿”等字眼。共 3 个题项，包括“在午休时，

自愿使用移动通讯设备，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

等处理工作事务或与同事通信的频率”“在下班后，

自愿使用移动通讯设备，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

等处理工作事务或与同事通信的频率”“在节假日，

自愿使用移动通讯设备，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

等处理工作事务或与同事通信的频率”。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86。
(2) 角色超载。采用 PETERSON et al.[20] 开发的角

色压力量表中的角色超载分量表，共 5 个题项，包括

“很需要减轻我的部分工作”“在工作中，我感觉负

担过多”“我承担了太多的职责”“我的工作负担太

重”“我所承担的工作量太大，以致于我不能保证工

作的质量”。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 s α值

为 0.904。
(3) 职场友谊。采用国内学者孙健敏等 [62] 根据中

国情境下职场友谊的内涵改编的职场友谊量表，含

友谊机会和友谊强度两个维度，共 9 个题项。友谊机

会包括“在我所在的单位中，我有机会与其他人非正

式交谈或闲聊”“我可以与同事们一起工作，共同解

决问题”“我有机会去了解我的同事们”“我所在的

单位鼓励员工间的交流”“只要完成了工作任务，我

所在的单位允许非正式的谈话”共 5 个题项。友谊

强度包括“能够见到同事们是我期待工作的一个原

因”“我觉得我可以非常信任许多同事”“我在工作

中结成了牢固的友谊”“工作中我可以信赖他人”共

4 个题项。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 s α值为

0.914。
(4)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采用 GRZYWACZ et

al.[44] 开发的工作家庭溢出量表，包括工作对家庭的

消极溢出、工作对家庭的积极溢出、家庭对工作的

消极溢出、家庭对工作的积极溢出 4 个维度，本研究

选取工作对家庭的消极溢出量表，共 4 个题项，包括

“我的工作降低了我在家活动的精力”“工作上的压

力会让我在家里感到焦躁不安”“我的工作让自己

感到疲惫以至于无法在家做需要投入注意力的事

情”“当我在家的时候，工作上的烦恼或问题会让我

分 心 ”。 在 本 研 究 中 ， 该 量 表 的 Cronbach′ s α值 为

0.896。
(5)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采用 GRZYWACZ et

al.[44] 开发的工作家庭溢出量表，本研究选取工作对

家庭的积极溢出量表，共 4 个题项，包括“我在工作

中做的事情可以帮助我处理家庭中的个人和现实问

题”“我在工作中做的事情会让我在家里成为一个

更有趣的人”“在工作中的愉快体验会让我在回家

后成为一个更好的伴侣”“我在工作中使用的技能

对我在家必须做的事情很有用”。在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13。
(6) 工作  − 家庭平衡。采用 GRZYWACZ et  al.[63]

开发的工作  − 家庭平衡量表，共 6 个题项，包括“我

能够协商并完成工作和家庭对我的期望”“我在满

足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重要人物对我的角色期待

方面做得很好”“我能够完成我的上级和家人对我

的期望”“我的同事和家人会说我满足了他们的期

望”“基于我的同事和家庭成员的反馈，我很清楚我

能够完成我的工作和家庭责任”“那些跟我接近的

人会说我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方面做得很好”。在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40。
(7)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采用 TANGNEY et al.[27]

开发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量表的简易版，测量特质

自我控制能力原始量表 ，共 13 个题项 ，参照陈璐

等 [64] 的处理 ，剔除因子载荷低于 0.500 的题项 ，保留

8 个题项，包括“我很难改掉坏习惯”“我很懒”“我

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我会做一些有趣但是对

我有害的事情”“快乐和乐趣有时会阻碍我完成工作”

“我很难集中注意力”“有时候我无法阻止自己去做

一些尽管我知道那是错的事情”“我常常没有好好

想清楚所有的可能选择就行动了”，以上均为反向题

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50。
(8) 控制变量。为了避免无关变量对本研究变量

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参考 RICHARDSON et al.[61] 的研

究 ，将员工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

职位级别和有 18 岁以下的子女数量作为控制变量予

以控制。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Mplus 8.0 对工作  − 家庭平衡、 ICT 自

愿使用、角色超载、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以及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7 个变

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由于职场友谊对应的量表

题项较多，在结构方程建模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较

大的参数估计偏倚 [65]，通过对题项打包的方式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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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d f

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66]。吴艳等 [67] 建议运用平衡法

进行打包，根据平衡法，该变量被打包成 3 个包。表 1
为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相较于 6 因子、5 因子、4
因子、3 因子、2 因子和单因子模型，7 因子模型具有

较好的拟合指数 ， χ2 = 1 050.308， df = 474， = 2.216，

CFI = 0.938，TLI = 0.931，SRMR = 0.047，RMSEA = 0.055。
此外，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模型差异比

较，结果表明 7 因子模型拟合指数显著优于其他竞争

模型。故本研究的 7 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通过员工自评的方式测量工作  − 家庭平衡、 ICT
自愿使用、角色超载、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消极溢

出、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以及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等

变量，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为了避免

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的方法进

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68]。其结果显示出最大因子方

差解释率为 30.312%，低于 40% 的建议值 ，故本研究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差偏差问题。 

4.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系数见表 2。由表 2 可知， ICT 自愿使用与职场友

谊呈显著正相关，r = 0.253，p < 0.010； ICT 自愿使用与

角色超载呈显著正相关 ， r = 0.149， p < 0.010；角色超

载与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呈显著正相关， r = 0.591，p
< 0.010；职场友谊与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呈显著正相

关，r = 0.335，p < 0.010；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与工作  −
家庭平衡呈显著负相关， r = − 0.145，p < 0.010；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与工作  − 家庭平衡呈显著正相关， r =
0.649，p < 0.010。基于此，相关性分析与理论预期结

果 基 本 一 致 ， H1、 H2、 H3、 H4、 H5 和 H6 初 步 得 到 验

证。 

4.3  假设检验

首先 ，本研究通过采用 Mplus 8.0 构建结构方程

模型的方式对 ICT 自愿使用的工作要求的消耗路径

和工作资源的增益路径的影响效应进行假设检验 ，

同时还检验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调节作用。图 2 给

出路径分析的结果，ICT 自愿使用正向影响角色超载，

β = 0.129，p < 0.010，H1 得到验证；角色超载正向影响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β = 0.669，p < 0.001，H2 得到验

证；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负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

β = − 0.081，p < 0.050，H3 得到验证； ICT 自愿使用正向

影响职场友谊，β = 0.204，p < 0.001，H4 得到验证；职场

友谊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 β = 0.431， p <
0.001，H5 得到验证；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正向影响工

作  − 家庭平衡，β = 0.510，p < 0.001，H6 得到验证。

然后，本研究需要验证工作资源增益路径中职场

友谊和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的链式中介效应。继续

采用 Mplus 8.0 基于 bootstrap 方法进行 5 000 次抽样检

验，表 3 为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ICT 自愿使用

→角色超载→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工作  − 家庭平

衡路径的路径值 β = − 0.017，95% 置信区间为 [− 0.039,
− 0.005]，不包含 0，间接效应显著，H7a 得到验证。 ICT
自愿使用→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工作

− 家庭平衡路径的路径值 β = 0.052，95% 置信区间为

[0.024,  0.096]，不包含 0，间接效应显著 ， H7b 得到验

证。

上述检验证明中介效应显著，方可继续进行调节

效应的检验。本研究沿用 Mplus 8.0 构建结构方程模

型的方式检验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调节效应 ，在

Mplus 8.0 中定义角色超载和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职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模型 χ2 df
χ2

d f CFI TLI SRMR RMSEA Δχ2(Δdf)

7 因子模型 1 050.308 474 2.216 0.938 0.931 0.047 0.055

6 因子模型 1 788.022 480 3.725 0.859 0.845 0.078 0.083 737.714(6)***

5 因子模型 2 883.791 485 5.946 0.742 0.719 0.130 0.111 1 833.483(11)***

4 因子模型 3 514.245 489 7.187 0.674 0.648 0.138 0.125 2 463.937(15)***

3 因子模型 4 832.593 492 9.822 0.533 0.499 0.187 0.149 3 782.285(18)***

2 因子模型 6 825.535 494 13.817 0.319 0.272 0.219 0.179 5 775.227(20)***

单因子模型 7 764.564 495 15.686 0.218 0.165 0.234 0.192 6 714.256(21)***

　　注：7因子模型为工作  − 家庭平衡、 ICT自愿使用、角色超载、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特质自我

控制能力；6因子模型为 ICT自愿使用  + 角色超载、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工作  − 家庭平衡、特质

自我控制能力；5因子模型为 ICT自愿使用  + 角色超载  + 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工作  − 家庭平衡、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4因子模型为 ICT自愿使用  + 角色超载  + 职场友谊  +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工作  − 家庭

平衡、特质自我控制能力；3因子模型为 ICT自愿使用  + 角色超载  + 职场友谊  +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工作

− 家庭平衡、特质自我控制能力；2因子模型为 ICT自愿使用  + 角色超载  + 职场友谊  +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 工作  − 家庭平衡、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单因子模型为 ICT自愿使用  + 角色超载  + 职场友谊  +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 工作  − 家庭

积极溢出  + 工作  − 家庭平衡  +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 为因子合并。Δχ2为与假设的7因子模型比较的结果。 ***为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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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友谊和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交互项，并判断交互

项系数是否显著验证调节效应是否成立。具体结果

如图 2 所示，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对 ICT 自愿使用与角

色超载之间的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交互项系数 γ

= 0.045，p > 0.050, H8a 未得到验证；同理，特质自我控

制能力显著调节了 ICT 自愿使用与职场友谊之间的

关系，交互项系数 γ = 0.141，p < 0.050, H8b 得到初步验

证。

为了更加具体生动地表现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

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均值加减 1
个标准差进行特质自我控制能力高低的划分，并绘

制调节效应图。图 3 是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调节效

应图。与低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相比，高特质

自我控制能力个体的 ICT 自愿使用和职场友谊的正

向 关 系 更 强 ， β =  0.498， p <  0.050， 95% 置 信 区 间 为

[0.066, 0.874]，不包含 0；当特质自我控制能力低的时

候 ， ICT 自愿使用对职场友谊的正向影响更弱 ， β =
0.301， p < 0.050， 95% 置信区间为 [0.040, 0.527]，不包

含 0。对高低分组进行差异比较，β = 0.197，p < 0.010，
95% 置信区间为 [0.026, 0.346]，不包含 0，H8b 得到进一

步验证。

此外 ，为检验 H9a 和 H9b，本研究采用 Mplus 8.0 运

用 bootstrap 对样本进行 5 000 次再抽样检验工作要求

的消耗路径和工作资源的损耗路径的有调节的多重

链式中介作用。表 4 给出多重链式中介作用检验结

果。由于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在 ICT 自愿使用与角色

超载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因而特质自我控制能

力在工作要求的消耗路径上的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效

应也不成立，因此，H9a 没有得到验证。

在工作资源的增益路径中，检验特质自我控制能

力是否调节了职场和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在 ICT 自

愿使用对工作  − 家庭平衡的的链式中介作用。高特

质自我控制能力时，链式中介效应值为 0.154，95% 置

信区间为 [0.049, 0.296]，不包含 0；低特质自我控制能

力 时 ， 链 式 中 介 效 应 值 为 0.111， 95% 置 信 区 间 为

[0.041, 0.207]，不包含 0。且二者链式中介效应的差异

显著 ，中介效应值为 0.043， 95% 置信区间为 [0.007,
0.093]，不包含 0，即高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调节了 ICT
自愿使用通过职场友谊和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对工

作  − 家庭平衡的链式中介作用，H9b 得到验证。 

 

工作要求的消耗路径

工作资源的增益路径

ICT自愿使用

角色超载

职场友谊

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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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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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路径分析结果

Figure 2  Results for Path Analysis

 

表  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for Chain Mediating Effect Test

路径
非标准化间
接效应估计

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ICT自愿使用→角色超载→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0.097 0.039 0.027 0.179

ICT自愿使用→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0.121 0.037 0.059 0.208

ICT自愿使用→角色超载→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工作 − 家庭平衡 − 0.017 0.008 − 0.039 − 0.005

ICT自愿使用→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工作 − 家庭平衡 0.052 0.018 0.024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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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调节效应

Figure 3  Moderating Effect of Trait Self-contro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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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根据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和溢出效应，本研究构

建并验证了 ICT 自愿使用对工作  − 家庭平衡的双路

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作

要求的消耗路径， ICT 自愿使用显著正向影响角色超

载；角色超载显著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工

作  − 家庭消极溢出显著负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 ；

角色超载和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在 ICT 自愿使用与

工作  − 家庭平衡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在工作资源的

增益路径， ICT 自愿使用显著正向影响职场友谊；职

场友谊显著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显著正向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职场

友谊和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在 ICT 自愿使用与工作

− 家庭平衡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另外， ICT 自愿使用

与职场友谊的关系受到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调节作

用，表现为特质自我控制强化了 ICT 自愿使用与职场

友谊的正向关系，特质自我控制能力还调节了职场

友谊和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在 ICT 自愿使用与工作

− 家庭平衡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具体来说，特质自我

控制能力越强， ICT 自愿使用越可以通过职场友谊和

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促进工作  − 家庭平衡。 

5.1  理论贡献

(1) 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员工 ICT 自愿使用对工

作  − 家庭平衡的双刃剑效应，有助于推进对 ICT 使用

的影响效应的理解。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

研究中，较多的研究关注于非工作时间员工被迫的

连通行为，而对员工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细分

较少，尤其是对员工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愿程度的关

注更是鲜见 [4]。目前有少数研究也开始关注员工主

动使用 ICT，如马丽等 [5] 的研究检验了自愿发起的连

通行为在工作领域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根据工作

要求  − 资源理论， ICT 自愿使用带来的灵活性和控制

感可以被视为一种工作资源，进而带来增益的影响

效应；另一方面，尽管 ICT 自愿使用看似使员工拥有

了主动权 ，但在员工的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

ICT 自愿使用难免会让员工在非工作时间过多的投

入到工作领域，导致原本应该投入到家庭领域的时

间和资源被占用，从而转变为一种工作要求，带来负

面影响。因此，本研究积极探讨非工作时间工作连

通行为的细化研究，着眼于非工作时间的自愿工作

连通行为的双刃剑影响效应，关注 ICT 自愿使用所具

有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差

异性影响 [3]。本研究的发现验证并拓展了非工作时

间连通行为的影响效应，强调了 ICT 自愿使用同样存

在着积极与消极的差异性路径，丰富了自愿工作连

通行为的效应机制的理论认识。

(2) 本研究引入并检验了个体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的调节作用，有助于丰富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理论研

究，拓展了对 ICT 自愿使用影响效应边界条件的认识。

SCHAUFELI et al.[3] 认为个人资源对工作要求  − 资源

理论非常重要，未来研究需将个人资源与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相结合。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可以作为一种

个人资源存在，表示个体拥有的自我控制的资源，拥

有高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能够有效调节个人资

源，更好调动自己的积极情绪 [28]。本研究表明，特质

自我控制能力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何 ICT 自愿使用对

员工职场友谊的影响会产生显著的个体差异。值得

特别关注的是，本研究发现这种个人资源的调节能

力未能在角色超载这一损耗路径起到作用，并认为

这可能是由于 ICT 自愿使用与 ICT 被动使用存在显

著的差异。自愿使用使员工不论是否具有较强的资

源调配能力和控制能力都会在有限的非工作时间里

无限地延长工作时间，继续执行更多的工作任务，导

致过高的工作要求，使个人的调节资源的能力失效。

这一研究结果有别于乔万通等 [69] 基于受到电子通讯

设备干扰时，提出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能

比一般群体表现得更好这一结论。这一不同研究发

现也从侧面印证了 ICT 自愿使用在影响效应上的独

特之处。基于此，本研究为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在非

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

即需要充分考虑员工的主动性，同时也丰富了特质

自我控制能力的研究。

(3) 本研究引入职场友谊作为中介作用，拓宽了

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视角，补

 

表  4  有调节的多重链式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for the Moderated Multiple Chain Mediation Test

路径模型 分组统计 间接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ICT自愿使用→角色超载→工作 − 家庭消极溢出→
工作 − 家庭平衡

高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 0.016 − 0.071 0.008

低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 0.012 − 0.049 0.003

组间差异 − 0.003 − 0.022 0.006

ICT自愿使用→职场友谊→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
工作 − 家庭平衡

高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0.154 0.049 0.296

低特质自我控制能力 0.111 0.041 0.207

组间差异 0.043 0.007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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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了 ICT 自愿使用促进机制的研究。已有关于非工

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都围绕着员工

个体 [70]、领导 [71]、配偶 [72] 以及组织 [73] 展开，但同事作

为员工工作重要的第三方参与者却较少被提及。尤

其是移动互联网产品和远程办公的兴起，从根本上

改变了员工之间的互动方式。本研究正是基于此 ，

关注了同事间友谊的关键传递作用，研究验证了员

工通过互联网设备与工作中的同事主动建立联系 ，

这种虚拟的友谊建立方式能够促进职场友谊的建立，

回应并拓展了 SCHINOFF et al.[48] 的研究。同时，发现

了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借助 ICT 进行主动回应、自我

表露的方式影响员工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的

结论还为非工作领域行为如何影响员工关系提供了

不同的见解，丰富了职场友谊前因的认识。 

5.2  实践启示

(1) 管理者应充分利用 ICT 自愿使用的优势 ，但

也要合理避免 ICT 自愿使用带来的消极影响。 ICT
自愿使用是工作领域主动向非工作领域渗透的一种

方式，工作  − 家庭边界的模糊会对家庭领域造成干

扰。本研究表明， ICT 自愿使用会促进职场友谊的发

展，从而有利于工作  − 家庭的平衡。为了充分发挥

ICT 自愿使用的积极效益，一方面，管理者要注重员

工的工作意愿，充分给予员工工作的自主权利，使员

工能感受到充分的控制感和灵活性，这将是一种重

要的工作资源。同时鼓励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适当发

展职场友谊，组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及家庭友

好政策，使 ICT 自愿使用能够通过职场友谊带来积极

效益，促进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从而促进工作  − 家
庭平衡。另一方面，组织需要关注那些可能因为 ICT
自愿使用而造成工作  − 家庭失衡的员工，鼓励这些

员工减少非工作时间的工作压力，并适当与同事建

立亲密友谊，从而获得更多的心理资源，改善非工作

时间的角色超载。

(2) 为有效发挥 ICT 自愿使用的积极影响效应 ，

促进工作  − 家庭积极溢出，带来工作  − 家庭平衡，管

理者可以培养员工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特质自我

控制能力的个体差异可以通过学习经验逐渐发展起

来。管理者可以利用特质自我控制能力是可以通过

后天的反复训练加强的优势，在组织的各种培训中

反复锻炼和训练员工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从而提

高员工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管理者有意识地培养

员工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将有利于员工在非工作时

间主动使用 ICT 进行工作时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避

免过度地自我耗竭，减少消极影响。此外，管理者可

以在招聘时充分考虑员工的特质自我控制能力，筛

选出符合工作要求的员工。

(3) 通过建立员工非工作时间的职场友谊，利用

工作资源的增益作用，提升员工工作  − 家庭积极溢

出，从而带来工作  − 家庭平衡。信息通信技术的发

展推进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在非工作时间与同事

建立职场友谊变得便捷与简单。职场中的友谊更是

容易通过工作的边界渗透到家庭领域，对家庭领域

产生影响。因此，管理者需要密切关注组织中职场

友谊的发展，非工作时间也是建立职场友谊的重要

机会。管理者需要正确对待职场友谊的建立，并给

予充分的支持。例如，组织更多拉近员工之间关系

的团建活动等，在工作中鼓励团队合作和人际互动

来促进员工之间的关系。 

5.3  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探究了 ICT 自愿使用的双刃剑影响效应，

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以待未来研究的

补充和丰富。

(1) 在数据收集上，需要加强对共同方法偏差的

控制。尽管本研究采用多时点、匿名测量和部分项

目反向计分的方法收集各个变量的数据，但员工自

我报告这种方式本身仍会带来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因此，针对未来的研究应采用多来源的纵向研究设

计，例如，可以让员工的配偶来填写工作  − 家庭平衡

变量的问卷，以进一步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

系。另外，研究样本中未婚人数所占比例较多，这可

能会影响到对工作  − 家庭界面变量的判断。因此 ，

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量，获取更为丰富的样本。

(2) 在 ICT 自愿使用的测量上 ，可以考虑更多其

他的测量方式。本研究对 ICT 自愿使用的量表改编

自 RICHARDSON et al.[61] 的量表，测量了自愿使用移

动通讯设备进行处理工作事务或与同事通信的频率，

是从行为发生的频率来考虑的，尽管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但不能完全代表 ICT 自愿使用本身。未来的研

究可以从其他视角来测量 ICT 自愿使用，例如探讨行

为本身的影响程度等。另一方面， ICT 自愿使用的测

量改编自非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量表，并增加“自

愿”二字以表示员工的主动性使用。未来的研究可

以开发出适用于中国情境下使用的 ICT 自愿使用量

表。

(3) 探索其他可能影响 ICT 自愿使用对工作  − 家
庭平衡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

− 资源理论，探讨特质自我控制在职场友谊的增益路

径和在角色超载的消耗路径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

可继续探讨跨层面的边界条件，例如家庭支持型领

导等，这类领导对员工的家庭生活提供支持和帮助，

帮助员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4) 未来研究可继续探讨 ICT 自愿使用的动机。

ICT 自愿使用是指非工作时间主动使用移动互联网

设备，主动使用是员工的行为结果，员工为何要在非

工作时间主动使用 ICT 进行工作还是未知。例如，结

合颇为热门的“内卷”话题，员工 ICT 自愿使用是出

于主动动机还是员工卷入被自愿的竞争。另外，工

作狂型员工、对工作的强烈奉献的组织氛围等个人

特征和组织特征也会影响到 ICT 自愿使用。基于此，

未来研究可以继续从各个层面细化 ICT 自愿使用的

动机，来进一步丰富 ICT 自愿使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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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Edged Sword Effects of Work-related ICT
Voluntary Use during Non-work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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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in remote working,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  without  distinguishing whether  the  connectivity  behavior  is
voluntary or not. In fact, the subjective willingness of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in work-related tasks during after-hour is partic-
ularly important,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paid limited attention to the actively initiated connectivity behavior of employ-
ees and its effects.
　　Based on the Job Demand-Resource Model and spillover effects,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work-related  ICT  voluntary  use  during  non-work  time  on  work-family  balance,  and  tested  the  chain  mediators  of  role
overload/workplace friendship and work-family negative spillover/  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rait self-control abilit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is research, and 399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three time points, also Spss 23.0 and Mplus 8.0 were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voluntary ICT us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ole overload; And role overload has a signi-
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work-family negative spillovers; As well as work-family negative spillover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
ive  impact  on work-family balance.  Role  overload and negative work-family spillovers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voluntary  ICT  use  and  work-family  balance.  Meanwhile  voluntary  ICT  us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workplace
friendship;  Workplace  friend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  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ork-family balance. Workplace friendships and 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s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voluntary ICT use and work-family balance. Trait self-control abil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ary  ICT  use  and  workplace  friendship,  that  is,  trait  self-control  ability  strengthen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ary ICT use and workplace friendship. In addition, trait self-control ability also moderate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workplace friendship and 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s between voluntary ICT use and work-family balance.
　　This  study found that  voluntary ICT use by employees  has  a  double-edged influence path of  consumption and gain on
work-family balance, which expanded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effect of ICT use and enriched the theoret-
ical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proactive connected behavior. Introducing and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di-
vidual trait self-control in the gain path,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boundary conditions of voluntary ICT use ef-
fect, and further expands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in non-working hours. At the same tim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lso provide new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 managers to solve the work-family balance problem of em-
ploye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widespread use of mobile Internet.
Keywords： voluntary  ICT  use； role  overload； workplace  friendship； work-family  negative  spillover； 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work-family balance；trait self-contro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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